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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革命同志会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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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革命同志会是抗战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它成立于抗战初期，其初衷是

动员整合一切可能力量，进行民族革命的全民抗战。但由于山西地方力量的过于强大，民族革命同志会最终成为

服务阎锡山地方力量的政治组织，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国、共两党。文章从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成立、组织建设、内外

斗争三方面对这一政治组织予以初步探析，以求反映抗战到内战特殊时期阎锡山对山西地方政权的强化及其与国

家政权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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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革命同志会是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时期

山西最重要的政治组织。随着阎锡山统治势力向基

层的不断扩展，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分支机构遍及省

内，达于乡镇村治。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之后，逐渐

整合于其他各种组织之上，成为核心领导地位的政

治组织。按照阎锡山的构想，这一组织将成为“强

有力的统一的民族革命的领导机构”①。民族革命

同志会对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诸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近代山西以及阎锡山统

治不可或缺的内容。研究山西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

的论著大多都提及民族革命同志会，甚至也强调其

对于阎锡山在山西实行统治的重要意义②，而对于

该政治组织本身却至今仍未有专题论文探讨。这一

方面反映出学界对其核心领导的政治属性关注不

足，往往只强调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性和

剿共分共的反动性，偏离对其本身的观察与判断; 另

一方面，反映出学界对阎锡山及民国时期山西的研

究仍停留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实践等基本层面，未转

移到更深入的政治组织本身研究上来。
学界对民族革命同志会的观察存在以下几种视

角。一是从山西境内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角度出发，

强调民族革命同志会对革命进步势力、特别是对牺

盟会组织的打压与破坏，认为民族革命同志会是阎

锡山假借“民族革命”的招牌，施行各种反动阴谋，

维持其“土皇帝”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③，看到 1945
年以后同志会的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检举“政

治嫌疑”及“伪装分子”④。这是观察民族革命同志

会的主流视角，多数文史资料中人的口述和当事人

回忆录即以此作为主要内容⑤。二是从政治组织本

身角度出发，认为民族革命同志会是山西最重要的

类似政党的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是“以阎锡

山为首的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⑥，“是一个有组织、
有纲领的政治团体。它名义上是‘会’，实质上也就

是一个‘党’，是一个有职有权的阎锡山的党”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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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角对于民族革命同志会政党性质的强调，其实

从侧面反映出国民党本身在山西影响有限。“当时

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在山西是没有市场的，人们只知

道有个‘同志会’，不知道有什么‘国民党’。有些地

方虽然也有国民党的‘区党部’、‘县党部’，但也不

过是装潢门面，挂个牌子而已，根本起不到什么作

用。”①三是强调民族革命同志会的非正当性与非政

治性，认为它并非公开组织或正当性组织，甚至定性

为特务组织或帮会组织②。当时“民族革命同志会”
的名义不便于公开使用，阎锡山借国民党中央成立

“国民抗战精神总动员山西分会”的机会，成立了

“山西省精神建设委员会”，对内则依然称同志会。
不过“同志会”假借“精建会”名义的方式反映出阎

锡山对国民党组织的忌惮，这也给同志会与精建会

的叙述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不难看出，民族革命

同志会作为地方性的政治组织，对抗战到解放战争

时期国家政治的两大主体———共产党与国民党均发

生程度不同的摩擦与分化，学界多把它作为对立面

进行考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对于它的理解以

及这一时期国家与地方关系的思考。
本文拟从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成立、组织建设、内

外斗争三方面对这一政治组织予以初步探析，以求

反映从抗战到内战特殊时期阎锡山对山西地方政权

的强化及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

一、民族革命同志会的组织与理论基础
1937 年 11 月 8 日，日军进入太原。11 月中旬，

南京政府迁往重庆，阎锡山则退守临汾。1938 年 2
月 16 日③，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开“第二战

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会上发起成立“民族革命同

志会”。3 月，临汾失陷，阎锡山退守吉县。5 月，日

军攻陷吉县，阎锡山退至黄河西岸，驻扎于陕西宜川

桑柏村。大敌当前，缘何阎锡山于此时成立民族革

命同志会，事后又颠沛流离，朝不保夕，难道这个组

织并非阎锡山深思熟虑的结果，只是集聚力量抗日

的急就章么?

我们认为，从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后的发展脉

络看，这显然是阎锡山精心设计的组织建设。创办

之前，民族革命同志会已具备较为扎实的组织基础

和理论基础。
1936 年春，阎锡山将“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

国社”等山西地方政治团体合并组成“自强救国同

志会”。这个组织虽然没有系统政治纲领，却在领

导层和组织架构上为“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创立奠

定了基础。“自强救国同志会”会长为阎锡山，副会

长为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高级委员包括

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冯司直、省建设厅厅长樊象

离、省民政厅厅长邱仰濬、省财政厅厅长王平、太原

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王怀明和太原绥靖公署参事李

冠洋。太原绥靖公署秘书梁化之担任总干事④。民

族革命同志会成立时，会长为阎锡山，副会长为赵戴

文，邱仰濬、王怀明、梁化之均在高级干部委员会之

列，且分别承担政事处处长、秘书处处长、组织处处

长的重 要 角 色。梁 化 之 同 样 兼 任 总 干 事 一 职⑤。
“自强救国同志会”下设青年、工人、民众、妇女、商

人五个委员会，“民族革命同志会”则设有青年组

( 后改为青运组) 、工运组、民运组、妇工组等，沿袭

了前者的组织架构。“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后，

“自强救国同志会”自动解散。
1936 年 5 月，阎锡山响应国民党号召，防堵陕

北红军东渡黄河，实行“民众防共”策略，抽调青年

干部派往各县组织“主张公道团”。同年 9 月 18
日，“自强救国同志会”部分委员和军政训练班发起

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即牺盟会。“公道团”和

“牺盟会”是主张和性质绝然相反的两个团体，却都

归于“自强救国同志会”旗帜之下。此时的山西出

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自强救国同志会”分别

为两个彼此不相容的团体培养和输送干部，反映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性。“自强救国同志会”
成立后，阎锡山举办了“暑假健身团”和“军事训练

班”等活动。特别是“军事训练班”在一年多的时间

里，分别训练过全省小学教员数百人，“公道团”县、
区、村干部一千数百人，“牺盟会”及“民训团”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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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余人①。随着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成立，有些地

方的公道团和牺盟分会最终合并②。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委任阎锡山为第二

战区司令，指挥山西、绥远两省所有军队。7 月下

旬，阎锡山成立山西省、县、村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即

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总动员委员会将各县警察和自

卫队改编为“人民武装自卫队”，强调民族革命与全

民族抗战。战委会的正式名称为“第二战区民族革

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明确提出“民族革命”
概念，这一口号超越了不同政治理念、利益诉求的军

政机关和民众团体，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化的

组织形式。战委会成立宣言明确指出: “决定抗战

到底最后胜利的条件的，是充分执行民族革命的一

切政治的民主的任务。我们还要发挥民族革命的积

极意义，使整个民众力量动员起来，武装起来。”③

“民族革命”口号的提出，为“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成

立，做好了理论宣传的准备。
不得不说，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人开展卓有

成效的抗战组织工作，是促成阎锡山成立“民族革

命同志会”的外部原因。1936 年 10 月，薄一波受共

产党中央委托，由北平返回山西。他以“工人委员

会”和“军政干部训练委员会”的名义在国民师范学

校训练青年干部和学生，开展抗日组织工作。薄一

波提出“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

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

运动”的总纲领，迅速在山西壮大力量，先后成立四

个“抗日决死总队”、一个“工人武装自卫总队”、一

个“政治保卫总队”等数万人的抗日新军。阎锡山

对牺盟会和共产党在山西力量的壮大倍感压力，却又

不能破坏统一战线，于是决心建立一个统一领导军、
政、民工作的权力机构。由于当时有公布的《民族革

命十大纲领》，也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用阎锡山的

话说，我是战区长官、政府主席，又是民族革命同志会

会长，民族革命大学校长，你们都应归我领导”④。

二、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成立
及其分支机构

“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于 1938 年 2 月 16 日，

“那天因防日机轰炸，事前还严守秘密，所以临时参

加的人冷冷落落”。发起签到者共 108 人。从名单

上看，几乎涵盖当时所有山西政坛重要人物，包括阎

锡山及其军政要员、主张公道团上层干部、战委会会

长国民党将领续范亭、牺盟会领导干部薄一波、牛荫

冠、牛佩琮等。
会议通过了《民族革命同志会公约》。条文如

下: 一、民族革命之目的，在争取抗战之胜利，一直做

到民族之复兴。二、本会同志，应努力于抗战之种种

工作，以求抗战之胜利，努力于迎头赶上之种种工

作，以求民族之复兴。三、本会同志之集合，在集体

努力，集体监察，集体制裁，以加强工作效率，使一切

政治军事突飞猛进。四、本会会员，须有充分组织责

任心，以促成各种职务责任心之圆满表现。五、本会

纪律，绝对实行烟、赌、赃、欺( “欺”是 1942 年在克

难坡加的) 的自治禁绝，与放弃组织责任心的严厉

自裁。六、本会采民主集中制，其干部组织分为两

级，干部委员 20 人至 30 人，高级干部委员 9 人至 13
人。七、本会会员入会，须有会员一人之介绍，经审

查通过后，填具志愿书，其介绍人绝对负被介绍人遵

守本会纪律之责。八、本会发起人为当然会员。九、
本公约先由发起人通过，会员大会得修改之⑤。

公约规定了同志会的目的、方针、责任、纪律、机
制、入会要求等。这份公约“不是群众共同讨论决

定的，而是由阎锡山和他的秘书起草的私约”⑥。这

从侧面进一步说明同志会的成立并非急就章，而是

阎锡山深思熟虑的结果。
民族革命同志会会内的组织层次是会长阎锡

山，副会长赵戴文，领导机构为高级干部委员会，由

13 名高干组成。下设秘书处、组织处、党训处、政事

处、考核处。1939 年 3 月，临时执行部进行改编，在

会长和高干委员会下设总干事、副总干事，并设干部

委员会监督检查干部⑦。
吉县克难坡是阎锡山驻扎的地方，吉县也成立

了最早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县级分会。1938 年同志

会成立时，吉县并无公开组织，活动在本县的会员均

为阎锡山或同志会执行部训练过的骨干会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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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怀丰:《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同志会纪述》，《山西文史》，第 11 辑，801 页。
《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同志会纪述》，802 页。
同⑤。
《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33 页。



的公开身份是县长、区长、科长、编村村长或其他重

要职务。1939 年春，同志会组织机构公开对外，规

定凡年龄在 15—45 岁的人，只要拥护会长，均可参

加。吉县分会直接受总会执行部领导。县分会设主

任特派员 1 人，主持全盘工作。宣传特派员 1 人，负

责宣传阎锡山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学说，后期

增加“兵农合一”内容。组织特派员 1 人，负责发展

会员。政卫特派员 1 人，负责纯洁组织以及对违反

纪律的会员实行纪律制裁。区设督导组，有组长、组
织、政卫督导员各 1 人，负责该区组织建设、宣传和

纯洁组织工作。纯洁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肃伪和清查

共产党员①。
1939 年下半年，其他县级分会纷纷组建，主要

分布在晋南地区，如襄陵县、汾城县、隰县、蒲县、猗
氏县、临晋县、翼县等。县级分会下还有区级分会，

区级分会下设村级分会，村级分会又往下分编村分

会与闾分会( 自然村) 。襄陵、汾城两县分会设主任

特派员，宣传、组织、政卫特派员及秘书、干事等。各

区建立区分会，设组织、政卫督导员。编村设立村分

会，设主任特派员 1 人，专任特派员 2 人。自然村以

闾为单位建立小组，设小组秘书。机关团体和学校

建立分会，设特派员。县、区、村工作人员、教职员

工、中小学生大多参加该组织。农民也有不少人加

入②。隰县分会成立时处于秘密状态，1939 年 7 月

组织公开，但仍以“精神建设委员会隰县分会”为

名。“晋西事变”中，12 月 5 日晚，隰县同志会分会

被牺盟会和抗日县政府取缔。1940 年 2 月恢复③。
1939 年 7 月 1 日，蒲县分会成立④。1939 年 9 月，猗

氏县分会和临晋县分会借“精神建设委员会”名义

成立⑤。1939 年，翼城分会成立⑥。1939 年 12 月，

同志会孝义分会成立。当时阎锡山派 200 多名干部

来到孝义县西宋庄村，县长张居乾带队，同志会孝义

县分会主任乔天爵，敌工团长赵正表，国民兵团团长

李选魁同时到达⑦。

1940 年 1 月，随着阎锡山势力的巩固，民族革

命同志会再次改组。高干委员会增加候补高干 7
人，总干事和副总干事改为总书记和副总书记。内

部机构由处改为组，分别是总务组、地方组、军事组、
青年组、党训组、交通组⑧。

民族革命同志会县级分会及以下的基层分会随

着上层的改组，组织更加稳固完备，力量渐趋壮大。
1940 年 3 月，同志会大宁县分会第一次改组，

以编村建立同志会支部，配备专职特派员⑨。
同年，民族革命同志会蒲县分会正式更名，下设

4 个区督导所，12 个村分会，392 个村会员小组，共

有会员 2000 余人。会员大部分是集体加入和在户

口本中录取，有老至七、八十岁者，幼至十二、三岁

者。1948 年消亡。蒲县分会主任特派员的任期基

本在 1 年左右，1939 到 1947 年的 9 年间蒲县分会有

8 人分别担任瑏瑠。
隰县分会 1940 年发展会员近百人，1942 年新

增 500 人，1943 年总数达 9000 人，1600 余组。1940
年开始，隰县分会成立核心组织“同志会先锋队”，

到了 1946 年成员共有 700 余人，其中党、政、军的干

部占八成，县团以上干部同时组成“基本干部会”瑏瑡。
1940 年，民族革命同志会响应阎锡山“文明政

治”和“村本政治”的号召，向吉县各编村加派特派

员 1—2 人，同时设立村分会。县直机关、团体、学

校、地方武装均派有主任特派员和政卫特派员，县、
区、村三级均以主任特派员为主，吸收县、区、村长和

国民兵团的团、营、连长参加，组成 3 人小组，主裁军

政大事。当时凡在第二战区所属地区工作的人，必

须参加同志会，否则不能在二战区各级部门工作瑏瑢。
1940 年，晋西北的宁武县成立县级分会。这发

生在阎锡山与共产党公开摩擦的“晋西事变”之后。
但成立不久，宁武的同志会主任张启明和县长杨锡

时逃跑，途中被岢岚的八路军所捕获。同志会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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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吉县全志》，第十三编，“党派团会”，1982 年，291 页。
《襄汾县志》，364 页。
《隰县志》，第十五编，“党派团体”，方志出版社，2007 年，503 页。
张世贤:《蒲县志》，第十四编，“党派团体”，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420 页。
《临猗县志》，下编，“政治志”，海潮出版社，1993 年，385 页。
赵宝金主编:《翼城县志》，上卷，第二十一编，“其他团体”，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662 页。
《孝义县志》，卷二十二，“政党社团”，海潮出版社，1992 年，495 页。
《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33 页。
《乡宁县志》，第十三编，“党派社团”，新华出版社，1992 年，314 页。
《蒲县志》，420 页。
《隰县志》，504 页。
《吉县全志》，292 页。



武的活动中断①。
1940 年，晋东南的晋城成立分会。该地不属于

阎锡山晋绥军负责的第二战区，而属国民党中央军

卫立煌第一战区的防区，因此同志会的活动影响很

小②。1941 年“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被日军战

败，从晋城撤军，晋东南的同志会从此销声匿迹③。
1941 年 4 月，同志会第三次改组，取消总书记、

副总书记，设高干驻会委员会，派高干轮流驻会，实

行集体领导。内设高干驻会办公室、组织委员会、行
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干部管理委员会、理论委员

会、敌工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基层干部委员会、行政

进步保证组、军事进步保证组、组织组、干管组、党教

组、政卫组、妇工组、训练组及服务管理课等。各地

同志会分会的力量进一步得到发展。
1941 年以后，“肃伪”成为阎锡山的工作重点。

同志会各级分会积极配合此工作，开始由干部组织

转入群众路线。1941 年，吉县分会开始在群众中发

展会员，县分会会员增至四、五千人。与此同时，派

往区、村和团体、学校的特派员发展会员达万人以

上④。1942 年秋，同志会曲沃分会成立⑤。1943 年，

随着同志会力量的发展壮大，翼城不再借用精神建

设委员会的名义，将其并入同志会⑥。
1942 年冬，同志会在孝义推行阎锡山的“兵农

合一，编组分地”政策，要求农村劳力三人一组，“三

丁抽一”作为常备兵，入营服役。其余二人为国民

兵，在村领种份地，每人每年无偿供给常备兵家眷粮

食三石，粗细各半，棉花五斤。这一措施并未收到效

果。五区的响义村 48 户人家有 18 户逃往外地。人

口由 205 人降到 110 人，全村土地 2126 亩只有 970

亩种上庄稼。群众称:“兵农合一好，土地长了草。”
抗战结束后，阎锡山急于扩大势力，消除国共两

党在山西的影响，不惜在同志会组织吸纳日伪团体

“新民会”。1945 年 10 月 1 日，中断活动的宁武同

志会全盘接收新民会，将其改组为同志会宁武县分

会⑦。1945 年 10 月，上党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

撤离沁县，阎锡山成立了同志会沁县分会，其组织基

础也是日伪时期的新民会⑧。这种做法其实未收到

实效⑨，反而背离“民族革命”旗帜，加速了阎锡山政

权的败亡。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前后，同志会的力量进一步

扩大，不少曾经的日占区县份新成立了各级分会组

织。同志会文水县分会设立于 1945 年，设专职主任

和副主任特派员瑏瑠。同志会寿阳分会成立于 1945
年 8 月，会员人数远远超过国民党瑏瑡。阳曲分会成

立于 1945 年 9 月，有 21 个乡镇分会，发展会员 1410
名瑏瑢。1945 年 10 月，阎锡山重新占领家乡五台县，

成立同志会五台分会。不过 9 个月之后，五台全境

解放，同志会旋即随阎锡山部队退往忻县瑏瑣。1945
年 10 月，同志会朔县分会成立，发展会员 314 名瑏瑤。
1945 年 10 月，同志会祁县分会成立，发展会员 5689
人瑏瑥。1946 年初，同志会平定县分会成立。次年 5
月，平定解放，分会迁往太原后消亡瑏瑦。1946 年 10
月，阎锡山势力重新进入阳高，由大同专区同志会委

派马维营组成阳高分会，工作人员 20 余名。全县共

设立 18 个分公会。全县成员 4000 人，组成 18 个兵

农基干自卫队瑏瑧。
到了 1945 年 3 月，翼城县共有同志会会员 1398

人，5 个区都设有分会，22 个编村设编村分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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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武县志》，第十二卷，“党派团体”，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317 页。
尽管 1939 年 12 月召开的民族革命同志会代表大会在晋东南地区没有组织，也给了 16 个代表名额。具体情形参见窦述: 《我在抗战

期间参加过的一次反顽固派会议斗争的经过》，载于《党的建设》，2001 年第 8 期，41 页。
秦海轩主编:《晋城市志》，第二十二卷，“党派群团”，中华书局，2011 年，1434 页。
《吉县全志》，292 页。
《曲沃县志》，第一四编，“党派社团”，海潮出版社，1991 年，290 页。
《翼城县志》，662 页。
同①。
马留堂主编:《沁县志》，卷十五，“社会团体”，中华书局，1999 年，377 页。
阎锡山在基层乡村的失败，参见杨奎松:《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山西农村的较力》，载于《抗日战争研究》，2015 年第 1 期，4 － 39 页。
《文水县志》，471 页。
《寿阳县志》，卷五，“政治”，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336 页。
《阳曲县志》，第十二编，“党派团体”，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年，394 页。
《五台县志》，第三编，“党团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313 页。
《朔县志》，“党政团体篇”，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年，258 页。
段镇、段达海:《民族革命同志会祁县分会建制及人员配备》，载于《祁县文史资料》，第七辑，1990 年，94 页。
《平定县志》，卷十二，“党派群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362 页。
郭海主编:《阳高县志》，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 年，504 页。



241 个小组，另有 4 个直属分会和 1 个直属组。4 个

直属分会是: 第一分会 ( 县政府) ，2 个小组，20 人;

第二分会( 供给部) ，2 个小组，11 人; 第三分会( 国

民兵团) ，5 个小组，41 人; 第四分会( 政卫团) ，4 个

小组，30 人。1 个直属组，下有 4 个小组，35 人①。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已完全成

为阎锡山扩展地方权力的政治组织。1946 年 6 月，

隰县同志分会改名为民众自卫总队政治部，分会主

任改为政治主任。区督导员改为民众自卫大队政治

指导员②。新成立的县分会与前期相比，组织和会

务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不同。例如文水县分会不仅

乡设专职主任特派员，村设特派员，闾设闾组长，且

中等以上学校和较大的工厂均强化了组织力量，设

领导组，校长或厂长兼任组长，并设专职副组长③。
同志会阳曲分会的主要任务则是发展会员，建立情

报网，搜集共产党情报，配合推行“兵农合一”“三自

传训”④。

三、民族革命同志会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异流

民族革命同志会的设立，从表面上看是抗日统

一战线的具体体现，几乎涵盖所有山西境内的抗日

力量。但阎锡山设立民族革命同志会的真实目的，

无疑是要强化自己在山西的主导地位，打击威胁到

他的国共两种力量。同志会成立不久，阎锡山退守

吉县，后撤入陕西。1940 年 4 月，阎锡山离开陕西，

回驻山西吉县的南坡村，并将村名改为“克难坡”。
阎锡山重新在山西站稳脚跟后，“进一步加强了同

志会组织，使其逐渐成为领导第二战区政治、军事、
经济的政治团体”⑤。

山西境内威胁阎锡山势力的是两支来自国家层

面的力量，一是共产党主导的牺盟会，二是山西境内

的国民党党部。阎锡山通过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一组

织，对二者势力在山西的扩张均进行限制与防范。
公道团与牺盟会是针锋相对的两个团体，尽管民族

革命同志会宣称代表省内最广泛利益，但它支持公

道团和限制牺盟会的双重标准昭然若揭。据 1939
年民族革命同志会执行部的一位干事回忆: “这个

组织是军队的领导核心，它的层次地位规定有 10
等，10 个字:‘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入了这个

组织，就可取得军队的各级领导职务。”⑥

1939 年 10 月 29 日，阎锡山在陕西秋林召开民

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据记录秘书杨怀丰回

忆，讨论同志会公约时，阎锡山与牺盟会主导的抗日

新军展开争论。原公约规定: “民族革命之目的，在

争取抗战之胜利，做到民族之复兴。”阎锡山对民族

革命内容的解释是要实现他提出的“物产证券、按

劳分配”主张。牺盟会代表反对，主张“民族革命之

目的”只是单纯为了“抗战之胜利”。公约的另一条

规定:“会员入会，须有会员二人介绍，填具志愿书，

经审查讨论通过。”大会期间，同志会会员要求牺盟

会员履行入会手续。牺盟会员说，他们是当然的同

志会员，现有代表参加大会，不须重复履行入会手

续。再次引发争论。会议恰逢辛亥光复纪念日，举

行庆祝游行，同志会提灯，牺盟会举火炬，队伍泾渭

分明。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从开头到终了，一直处

在矛盾斗争中。报告无讨论，无决议，公约未通过，

未选举，草草收场⑦。
1940 年，阎锡山提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

外交一致，内政自理”方针得到日本人响应，同志会

公然反共，不惜与日本人合作，共同抓捕共产党员。
1941 年夏，孝义县成立流动工作队，推行“肃清伪

装，净白阵营”的“肃伪”政策，抓捕嫌疑分子，破坏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⑧。为了反共，1941 年 11 月阎锡

山干脆成 立 帮 会 性 质 的 组 织，名 为“民 众 进 步 总

社”，亲任社长。“民众进步总社”对外属于一般的

社会组织，对内则称“民众山”，阎锡山任山主，化名

齐继川，堂名为“进步堂”，依照帮会方式，建立起一

整套帮规⑨。
除了限共反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山西境内的

国民党势力也严加防范。1943 年，阎锡山对同志会

再次改组，在大宁县设立“组、政、军、经、教统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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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翼城县志》，上卷，662 页。
《隰县志》，505 页。
《文水县志》，471 页。
《阳曲县志》，394 页。
山西地方志办公室编:《民国山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438 页。
何杰:《何杰自传》，载于陶显斌主编:《安徽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第一辑，安徽省文史研究馆，1996 年，180 － 181 页。
杨怀丰遗稿，杨海山整理:《晋西事变前夕新旧军的斗争》，载于《文史月刊》，2003 年第 6 期，49 页。
《孝义县志》，495 页。
邵雍:《中国近代帮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260 页。



政委员会”，简称“统委会”。县统委会主任统抓包

括同志会在内的一切工作。区设督导组，由同志会

特派员、区长、国民兵团区营长组成，上下行文一律

以统委会名义发出。同志会各村支部改称村分会，

设主任特派员和专任特派员各 1 人，完全架空国民

党的军队和组织①。
阎锡山对山西的国民党力量颇为反感，“他们

绝口不提蒋介石”。阎锡山虽然是国民党第二战区

的司令长官，“他自己有个小圈圈叫民族革命同志

会，他是会长，他底下这些人要称呼他会长，他就挺

搞笑，要称呼他司令长官，他就满不在乎”②。
民族革命同志会副会长赵戴文的遗嘱亦显示出

同志会与国民党的离心离德。1943 年，日本人与阎

锡山签订停战协定，其中一条要求阎锡山脱离重庆

政权。阎锡山以时机未到推辞，但双方往来频繁。
当时阎锡山将第二战区和山西省政府的关防印信统

统收起，改以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名义发号施令。在

此情形下，作为省长和同志会副会长的赵戴文，唯恐

身后背负脱离国民党与投靠日本人之名，坚持在遗

嘱中要求墓碑上只写“中国国民党党员赵戴文之

墓”几个字③。
民族革命同志会在防范国共的同时，主要任务

是服务于阎锡山的统治。1943 年至抗战胜利前，同

志会隰县分会的职能除了继续贯彻宣传抗日的民族

革命外，主要围绕阎锡山的政治理念展开宣传活动，

宣讲兵农合一、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等思想，将斗争

矛头对准了共产党、国民党和敌特汉奸。隰县同志

会具体落实县内兵农合一政策的执行，采取六项措

施，即组织兵农基层干部、民众奋斗、兵农合一、肃

伪、情报④和循环检举⑤等⑥。
1946 年，大宁县统委会撤销，改由同志会县分

会主任、县长、国民兵团团长组成“三人小组”，作为

县级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权力置于同志会监督之

下，建立县政务会议系统，实行“组织起来的组织领

导”。同志会组织的权力高于一切。同志会内部实

行“互相监督，循环检举”。大宁县发展会员 2000
多人⑦。这样，各级同志会组织的三人小组，具有国

民党组织和县政府都无法干预的生杀大权⑧。1946
年，同志会不遗余力宣传阎锡山的“村本政治”，力

图加强基层乡村控制。1947 年，阎锡山又推行自

清、自卫、自治的“三自传训”，同志会的三人核心小

组又组成了三自传训委员会⑨。
作为抗战后最高权力组织的同志会，究竟自身

建设如何呢? 我们从下表中可窥得一斑。
表 1 祁县同志会人员情况表瑏瑠

姓 名
当时

年龄
籍贯 到差时间 职 务

李心平 27 稷山县仁义乡 1946 年 7 月 1 日 主任

兰明琛 25 石楼县棚门村 1947 年 6 月 1 日 特派员

白重天 32 介休县城内 1945 年 11 月 1 日 特派员

赵子安 26 盂县新道村 1946 年 7 月 1 日 特派员

侯守智 26 石楼县楼家庄 1947 年 3 月 1 日 干事

樊志公 24 夏县枣园庄村 1947 年 2 月 干事

张慕唐 20 阳城县润城镇 1946 年 7 月 1 日 干事

杨柏青 28 祁县西六支村 1945 年 8 月 20 日 干事

许树成 15 祁县西关村 1945 年 7 月 15 日 公役

张更明 38 祁县三合村 1946 年 10 月 15 日 公役

如上表所示，从年龄来看，祁县同志会领导层平

均年龄不足 28 岁，工作人员年龄不足 25 岁，呈现出

年轻化的特点。从籍贯来看，领导层均为外县人，4
名干事中仅有 1 位是本县人，这样的比例显然难以

真正进入乡村发动群众。因此尽管同志会会员人员

众多，但所有文献都存在人员名单的极大水分，很多

人并不知情便加入了该会。阎锡山依赖这样的组织

控制乡村，其效果自然不言自明。 ( 下转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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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乡宁县志》，314 页。
刘维佐口述，雒春普、赵俊明整理，《吉县驻军印象》，载于张成德: 《山西抗战口述史》，第三部，“浴血·丰碑·回望”，山西人民出版

社，2005 年，288 页。
《赵戴文的遗嘱》，载于《山西政协报》，1989 年 3 月 10 日。
具体措施为: 每编村选拔 5 名情报员，全县共选 67 人，县城内集训 5 天。按能力、效忠程度划为责任情报员和情报员两等，责任情报

员每月可领小米 5 斗，法币 5000 元报酬。
具体措施为: 会员“将村里不公道，不合理之事”在小组会上讨论，写成书面意见送村分会，再由村分会循环到村公所处理，并将处理结

果循级返回小组执行。
《隰县志》，504 － 505 页。
同①。
《阳高县志》，504 页。
《孝义县志》，495 页。
段镇、段达海:《民族革命同志会祁县分会建制及人员配备》，载于《祁县文史资料》，94 页。



现出较强的集体特征，是根植于乡土社会环境之中

的［6］。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行动却凝聚着强大的

力量，这是农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就“种

房子”行为而言，他们用这种心照不宣在夜间突击

盖房子的行为，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政策的理解方式

以及自己行动的选择方式。在不知晓具体拆迁日期

与补偿标准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种房子”的行

为。不管他们对“种房子”的行动赋予何种意义，也

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他们

并不十分信任拆迁的政策安排，他们对这些政策有

自己的解读，并按照自身的需求选择行动方式。基

层政府在村民生活世界中的无语与无为，让农民们

找到了符合目前生存环境的“武器”，那就是大量的

在政策压力之外的一种非对抗行动。
农民们正是以这样一种无言的、自认为“合情

合理合法”的抗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这

些行动中充满了无奈: 极力避免风险的农民们不得

不面对风险，土地补偿款可以换来口粮却无法给他

们后半生的保障; 拆迁补偿款可以买来房子却买不

来家的安全与温暖。可是征地与拆迁打乱了他们的

生活常态，让他们无法以自己的生活常识勾画未来。
在这时侯他们的行动逻辑发生了畸变: 既然无法抵

御风险，那就只能直面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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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construction of Houses: An Analysis of
Paradoxical Behavior in Demolition

———A case study of Hetang village
Cai Juan

( Faculty of Humanities，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uaian 223003，Chin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21098，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paradox of acts conducted in Hetang village in the demolition process，we

can find that the behavior of villagers is related to their pursuit for interests，but it involves the underlying social and cultural
logic of the survival of farmers and local ethics． The farmers do not exclude the law，but they think that the law fails where vi-
olators are legion and love is greater than the method，which reflects the conflict of emotions，reason and law in the farmers'
living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l law，their behavior is illegal，but in the eyes of the farmers it is perfectly logical
and reasonable． From another side，the behavior reflects the farmers voicelessness and tolerable struggle; therefore，the
smooth progress of demolition cannot ignore the resistance of the farmers in "perfectly logical and reasonable" way．

［Key words］demolition; land-requisitioned farmers; survival ethics; expression of interest; " over-construction of 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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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ly on the National Community of Ｒevolutionists
Niu Guanjie

( School of History，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The National Community of Ｒevolutionist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Shanxi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the Liberation War． I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and its intension was to mobilize and integrate any possible force to fight a full-scale anti-Japanese war． However，due
to the overstrength of the local force，it finally became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at served for the local force under the con-
trol of Yan Xishan，and turned to fight against both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article made a
brief exploration about this community from its establishment，organizational building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adic-
tions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local force in Shanxi made by Yan Xishan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state
force during the special period from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the Liberation War．

［Key words］ the National community of Ｒevdutionists; anti-Japanese war; Yan Xishan; Kuominta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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